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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使命偏离是社会企业成长过程中普遍且重要的管理命题之一，现有研究忽

视了地理范围这一关键属性因素的影响。 本文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利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社会

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企业所服务的地理范围对其使命偏离的影响，深入剖析了

社会企业成长过程“地理范围—组织注意力分配—使命偏离”的内在机制。 结果表明：地
理范围较大的社会企业更可能发生使命偏离；地理范围通过影响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

力分配，进而影响使命偏离；社会创业者的财务动机和社会企业所处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

分别加强和减弱了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本文构建的社会

企业使命偏离理论框架，不仅丰富了现有社会企业成长的研究，也拓展了注意力基础观在

社会创业领域的适用情境，将为社会企业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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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社会创业是当下创业研究的前沿（Ｓａｅｂｉ 等，２０１９） ［１］。 作为社会创业的产物（Ｍａｉｒ 和 Ｍａｒｔｉ，
２００６） ［２］，社会企业是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一种多元混合体（Ｄｅｅｓ，１９９８） ［３］，强调通过市

场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和 Ｄｏｈｅｒｔｙ，２００６） ［４］。 与传统商业企业相比，社会企业更加侧重

社会价值创造而非经济收益（Ｃｈｅｌｌ，２００７） ［５］，与慈善组织相比，其又具有一定的自我造血功能而不

仅仅依靠慈善捐赠和政府补贴（Ｄｅｅｓ，１９９８） ［３］。 社会企业在创造混合价值的同时，始终面临社会

影响力和财务可持续性双重目标的挑战，使命漂移日益成为其成长过程的重要管理命题。
使命漂移是指社会企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实现社会使命转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现象

（Ｂａｔｔｉｌａｎａ 和 Ｄｏｒａｄｏ，２０１０） ［６］。 现有研究认为商业化是使命漂移的主要来源，随着商业化程度的加

深，社会企业发生使命漂移的可能性相应提高（Ｃｏｐｅｓｔａｋｅ，２００７） ［７］，但并未注意到使命漂移作为一

种最终结果，可能是由长期性使命偏离累积形成的。 使命偏离是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的

经济绩效突出但社会效益并不理想的状况。 从治理角度看，若使命偏离能及时被发现并进行适度

调整，则可能避免使命漂移的发生。 使命偏离与社会企业注意力的分配高度相关，注意力是组织内

决策者将时间和精力投入于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觉察、编码、解读和聚焦的过程（Ｏｃａｓｉｏ，１９９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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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需要根据自己所关注的议题和解决方案在企业后续的行

为与决策中做出选择。 特别是在社会企业中，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尤为突出，双重目标之间的不兼容

使得组织对商业目标的过度关注会引起对社会目标的相对忽视（Ｓａｎｔｏｓ 等，２０１５） ［９］，造成组织后续

的不平衡发展，最终引起使命偏离的发生。
现有社会创业研究不仅忽视了注意力分配这一可能影响使命偏离的作用机制，更未深入探讨

影响注意力分配的前置因素。 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社会企业地理范围是指其所服务的区域

大小，虽然部分研究认为更大的地理范围意味着社会企业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受益群体从而最大限

度地发挥其社会影响力（Ｄｅｅｓ 等，２００４） ［１０］，但这同时也会带来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效率等运营相

关的问题（Ｗｒｙ 和 Ｚｈａｏ，２０１８） ［１１］，从而影响社会企业的注意力分配，最终造成使命偏离。
本文采用注意力基础观（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ＡＢＶ）理论来解释社会企业地理范围与使命偏离

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社会企业的地理范围可能通过影响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

从而影响使命偏离的发生，且 ＡＢＶ 强调企业分配注意力受到个体、组织和环境的交互影响，因此本

文尝试跨层次的整合性框架，分析社会企业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之间的情境作用因

素。 现有研究也已表明个体层面的社会创业者财务动机和制度层面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与社会创

业倾向（Ｄｏｕｇｌａｓ 和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２０１９） ［１２］、资源动员策略（Ｄｅｓａ 和 Ｂａｓｕ，２０１３） ［１３］ 和使命漂移（Ｚｈａｏ，
２０１４） ［１４］均有显著联系，上述因素也可能间接影响社会企业的注意力分配。 综上，本文提出了地理

范围、注意力分配和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理论框架，并通过 １９８ 家中国社会企业的一手调查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 本文对于未来社会企业的成长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现有社会创业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企业概念的界定（Ａｕｓｔｉｎ 等，２００６） ［１５］，社会创业前因，如个体

社会创业倾向的影响因素（Ｎｇａ 和 Ｓｈａｍｕｇａｔｈａｎ，２０１１） ［１６］，以及社会创业结果，包括社会创业对于

地区减贫（Ｔｏｂｉａｓ 等，２０１３） ［１７］、社会变革（Ｎｉｃｈｏｌｌｓ，２０１０） ［１８］ 和商业创业（Ｅｓｔｒｉｎ 等，２０１３） ［１９］ 的影

响。 近年来，随着现实中社会企业的涌现和数据可得性的增加，学者也将更多的研究兴趣集中于社

会企业成长和绩效问题（Ｂａｔｔｉｌａｎａ 等，２０１５） ［２０］，尤其是社会企业成长过程的内部治理问题。 不同

于商业企业以盈利最大化为单一的组织目标，社会企业需要同时实现社会价值创造的社会目标和

保持财务可持续性的经济目标，双重目标之间的矛盾性更可能造成组织制度逻辑上的冲突，以及社

会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旦平衡关系被打破，社会企业便会陷入使命漂移的困境之中，使
命漂移从而成为了社会企业成长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一般意义上的使命漂移属于战略指导文件范

畴的内容，而使命偏离则指组织战略行为以及战略执行的内容。 使命漂移是最终的结果，而使命偏

离则是正在进行的过程。 两者各有侧重，又高度相关，使命偏离导致使命漂移，使命漂移也指引了

使命偏离，因而已有使命漂移的研究文献也同样适用于使命偏离。
对于使命漂移发生的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商业化是其最重要的来源。 一方面体现在由非营

利向营利性质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补贴和捐赠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部分非营利组织希望吸引更多

商业资本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潜力，但同时增加了其在追求更高财务回报的交易中偏离社会使命

的风险（Ａｕｌｔ，２０１６［２１］；Ｚｈａｏ 和 Ｇｒｉｍｅｓ，２０１６［２２］ ）；另一方面发生在社会企业的规模扩张过程中，组
织规模的扩张通常伴随着对效率和专业化重视程度的增加，出于对降低成本以及应对更大治理挑

战的考量，社会企业的服务重心逐渐从受益群体转向能够创造更高利润的客户群体，从而引起使命

漂移（Ａｎｄｒé 和 Ｐａｃｈｅ，２０１６［２３］；Ｗｒｙ 和 Ｚｈａｏ，２０１８［１１］）。 已有使命漂移前因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这些成果大多是现象驱动的问题，缺乏实证研究。 也有少数研究借鉴了制度理论或组织身份

理论，却忽略了组织内社会—经济关系的平衡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企业对于双重目标的注

４７

刘志阳，庄欣荷，李　 斌　 地理范围、注意力分配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



意力分配，即缺少基于注意力视角的考量。
管理者在面对多个组织目标时如何进行决策和行动是战略管理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Ｏｃａｓｉｏ（１９９７） ［８］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和组织行为理论（Ｓｉｍｏｎ，１９４７［２４］；Ｃｙｅｒｔ 和 Ｍａｒｃｈ，１９６３［２５］ ）提出

了注意力基础观，认为组织的决策和行为是管理者注意力分配的结果。 注意力的有限性和多重目

标的竞争性使得管理者对于组织某一目标注意力的增加势必造成对其他目标的相对忽视，最终反

馈在组织绩效上。 社会企业作为典型的兼具双重目标的组织，为 ＡＢＶ 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情境，遗
憾的是，ＡＢＶ 在社会创业研究中的运用仍处于起步阶段，比如，Ｓｔｅｖｅｎｓ 等（２０１５） ［２６］ 认为社会企业

ＣＥＯ 的价值观、组织身份和资源冗余都会影响组织对社会目标的注意力；谢家平等（２０１７） ［２７］ 则提

出农户需求意愿和高管价值趋向会通过促进农业社会企业对社会目标的关注程度从而影响组织社

会嵌入水平。 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组织对社会目标注意力分配的一般性前因，但是忽略了社会企

业成长过程更重要的是组织注意力在双重目标之间的平衡分配以及导致的使命偏离现象。 研究指

出，社会企业过分强调其经济目标而忽略了社会目标则可能引起使命偏离（Ｙｏｕｎｇ 等，２０１２） ［２８］，对
社会企业在商业目标上的注意力分配的探讨已经摆上了研究议程。 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组织对

商业目标的注意力，其又会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产生怎样的作用？ 本文认为地理范围作为重要的

组织特征，可能影响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进而产生社会企业使命偏离。
１． 社会企业地理范围与使命偏离

相比商业企业，地理范围对社会企业的影响更为重大，部分商业企业借助一个网站或手机应用

就能将产品或服务覆盖到全球范围，而社会企业的受众是长期被排除在主流市场之外的弱势群体，
需要一对一、面对面地惠及，因此运营一个地理范围相似的社会企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Ｗｒｙ 和

Ｚｈａｏ，２０１８） ［１１］，主要体现在高运营成本与低盈利之间的矛盾上。
社会企业的高运营成本来自于设施建设、人才聘用，以及服务对象特殊性引起的额外成本三方

面。 首先，地理范围较大的社会企业需要开辟更多分支机构并在不同地理位置建立业务系统

（Ａｎｄｒé 和 Ｐａｃｈｅ，２０１６） ［２３］，基础设施建设无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其次，社会企业大规模、正式化

和程序化的运营对于员工数量和专业性上的要求使得人力成本方面的投入也不可忽视。 最后，服
务对象的特殊性给社会企业带来了额外的运营成本，一方面，社会企业主要服务对象为贫困人口、
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或失智等弱势群体，与其交流或对其培训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另一

方面，被排除于主流市场之外的受益对象通常位于未被开发、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将业务覆盖到

这些地方本身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因此，地理范围较大的社会企业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运营成本

压力，正如 Ｂｒａｄａｃｈ（２００３） ［２９］所说，“复制创新社会项目的失败通常被归因于战略和管理问题。 然

而在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金钱问题”。
同时，社会企业在盈利上也面临着更多约束。 一方面，缺少正价支付能力的弱势群体服务对象

无法为社会企业带来维持日常运营和扩张的资金流（Ｄｅｓａ 和 Ｂａｓｕ，２０１３） ［１３］，服务此类对象意味着

社会企业需要提供价格非常低廉的产品或服务（Ｓａｎｔｏｓ 等，２０１５） ［９］；另一方面，社会企业以实现社

会目标为宗旨的特性使其很难通过传统融资方式获得财务资源支持（Ａｕｓｔｉｎ 等，２００６） ［１５］。 由于上

述运营成本会随着社会企业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增加，但盈利能力并无法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这种

高运营成本与低盈利能力之间的矛盾在地理范围较大的社会企业中更加凸显，迫使社会企业不得

不将更多的注意力从专注于社会使命的实现转移到如何解决上述与运营和市场相关的冲突问题

上，从而导致使命偏离的发生。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相比地理范围较小的社会企业，地理范围较大的社会企业更可能发生使命偏离。
２． 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

面对大范围运营所造成的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冲突问题，针对上述盈利约束的两种来源，社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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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从能力和资源两方面寻求解决方案，而这两种方案都与组织的商业目标相关。
就提高自身利润创造能力而言，社会企业会通过培养市场运作（Ｌｉｕ 等，２０１３） ［３０］ 与市场收入

能力（ Ｇｒａｓ 等，２０１４） ［３１］、使用战略管理工具 （ Ｓａｎｃｈｉｓ⁃Ｐａｌａｃｉｏ 等，２０１３） ［３２］ 和撰写商业计划书

（Ｂａｒｒａｋｅｔ 等，２０１６） ［３３］等来自商业创业的方式来加强自身财务可持续性，其有效性的衡量均与商

业目标的实现紧紧挂钩，因此在培养利润创造能力的过程中社会企业不可避免地将更多的注意力

分配于商业目标上。
从寻求外部资源方面来看，随着对资源需求的增加，社会企业对于资源的依赖性也相应增加。

为了获得资源支持，社会企业在与资源提供方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中不得不以满足对方的要求为优

先考虑，即资源提供方对于社会企业的资源分配甚至战略选择都拥有更高的话语权（Ｐｆｅｆｆｅｒ 和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１９７８） ［３４］，特别是财务资源，已有研究指出，融资是社会企业发生使命漂移的主要来源之

一（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２００４） ［３５］，即便社会创业者本身并没有追求经济利益的意图，商业投资者也会为了自

身利益要求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社会企业的首要任务。
因此，在寻求解决因地理范围而凸显的盈利与成本矛盾问题时，不论通过能力还是资源路径采

取应对策略，都可能使得社会企业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效率、利润和商业模式等商业目标上。 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社会企业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呈正相关关系。
３． 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中介作用

组织关注焦点能够塑造企业的战略选择和行动（Ｏｃａｓｉｏ，２０１１） ［３６］，最终影响到企业绩效，这种

作用效果来自于注意力选择 （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和注意力强度 （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两方面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１９７３） ［３７］。 在注意力选择的影响下，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不仅促进了社会企业后

续对于完成商业目标的认知和行动，也抑制了对实现社会目标的关注和投入，从而提高了其经济绩

效，但却没办法改善社会效益。 而注意力强度指的是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问题上的程度，在社会企业

中，随着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不断增加，管理者也会启用更多的资源与精力来达成这些目标，
在产生更好经济绩效的同时未能提升社会绩效。

地理范围是社会企业将注意力分配于商业目标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决定了社会企业盈利能

力与运营成本之间矛盾的凸显程度，当这一矛盾愈发凸显时，社会企业会将更多的注意力用于该问

题上并针对问题来源搜寻相关解决方案，即从自身提升获利能力或从外部获取资源，从而增加了组

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配置，导致更多的资源向商业目标倾斜，最终引起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发

生。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在社会企业地理范围与使命偏离的正向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４． 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之间的调节效应

ＡＢＶ 指出，组织注意力的配置是受到个体、组织和环境共同塑造的多层级过程，具备三个基本

原则：第一，注意力焦点原则，决策者会对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选择性处理，这一原则

建立在个体认知层面上；第二，注意力情境原则，表明决策者关注点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特定情境，强
调的是环境所扮演的角色；第三，注意力的结构分布原则，决策者对其所处特定情境的认识及其应

对策略取决于企业的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等结构性因素如何在特定活动、沟通和程序中对问题、
解决方案和决策者的注意力进行配置，体现的是组织结构特征的塑造效果。 ＡＢＶ 也因此被认为是

综合了战略管理中意志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精髓的辩证视角的典范（张明等，２０１８） ［３８］。 而上文对

社会企业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关系的探讨仅考虑了组织特征的作用，即注意力结构

分布原则的影响。 为了全面理解社会企业中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影响因素，本文还将结合注

意力焦点和情境原则，分别探讨个体层面社会创业者财务动机和宏观层面社会企业所在地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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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对于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１）社会创业者财务动机的调节作用。 根据 ＡＢＶ 注意力焦点原则的提示，高层管理者特征在

组织注意力配置及后续行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比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人格特质，动机这类

认知层面的因素具有更高的感染力。 社会创业者的动机同样具有“双重性”，既是利他的，也是自

利的。 目前，学者对于亲社会等利他性动机有助于创业者参与社会创业活动且在社会企业成长过

程中将社会目标置于首位已达成共识（Ｓａｅｂｉ 等，２０１９） ［１］，但对于追求财务回报和成就等自利性动

机作用的观点不尽相同，一部分学者认为仅有社会动机是不够的（Ｒｅｎｋｏ，２０１３） ［３９］，自利性动机能

够激励社会创业者将意图转化为行动，且相较于商业创业者，社会创业者较弱的财务动机可能会阻

碍其社会企业的成长与扩张（Ｓｔｅｐｈａｎ 和 Ｄｒｅｎｃｈｅｖａ，２０１７） ［４０］；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创业者与

“商业模式”相关的自利价值观，动机和商业目标可能会增加社会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风险，从
而增加使命漂移发生的可能性（Ｂａｔｔｉｌａｎａ 和 Ｄｏｒａｄｏ，２０１０） ［６］。 基于 ＡＢＶ 视角，已有研究指出社会

创业者的亲社会价值观会显著提高组织对社会目标的注意力 （ Ｓｔｅｖｅｎｓ，２０１５［２６］；谢家平等，
２０１７［２７］）；而鉴于财务动机的两面性，学者并不能断定其对于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是否有直接

的促进作用，但创业者对新创企业的战略行为具有高度的决策权，因此本文认为社会创业者的财务

动机可能会间接调节社会企业地理范围和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社会创业者的财务动机越强烈，说明其对从经营社会企业中获得经济回报的期望越高。 就上

述解决方案的提升利润创造能力而言，财务动机强烈的社会创业者往往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在商业方法的实践上，因为这些做法已被证明在商业创业中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 在社

会创业中，创业者的财务动机潜移默化地融入于组织使命之中，且通过管理层的社会化手段和各种

活动，将这种自利的价值观传递到企业上下，促使组织注意力更加聚焦于商业目标。 另一方面，就从

外部获取资源的解决方案而言，对于财务动机较弱的社会创业者，虽然资源方带来的投资可用于帮助

社会企业缓解因市场范围广阔而起的资源紧缺问题，但出于价值观的不一致，他们也会有意拒绝来自

投资方的资源（Ｄａｖｉｅｓ 等，２０１８） ［４１］。 相反，财务动机较强的社会创业者愿意通过更高的分红比例吸

引资源方的投资（Ａｕｌｔ，２０１６） ［２１］，从而增加了由于资源依赖造成的来自商业资本经济目标相关的压

力，且他们也更不介意因商业资本介入对企业实现社会目标的干扰，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高财务动机

的社会创业者与资本提供者的目标一致，均为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社会创业者的财务动机加强了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２）地区性人类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情境注意力原则强调的是企业所处的特定环境背景对

其注意力配置的作用，诚然，一个组织嵌入于当地的社会环境之中，其注意力乃至决策行为不可避

免地受到地区宏观制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社会企业所处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是一个关键的制度

环境因素，与该企业的资源动员策略选择和是否发生使命漂移都有紧密联系。
人类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国（地区）对于当地人民经济、教育和健康发展的关注程度，这一概念

不否认“经济增长对于满足人的基本目标是绝对必要的” （ＵＮＤＰ，２０１６） ［４２］，但同时也提出人类的

发展不仅依靠于经济目标的实现，更需要人类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在人类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政府将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主要目标，大力支持旨在解决与贫困、教育和健康相关问题的

组织的建立，并尽量最大化政府投入或社会捐赠资金在这些方面的运用（Ｚｈａｏ，２０１４） ［１４］，为社会创

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有形或无形资源保证。 另外，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意味着该地区人民拥有更好

的收入、教育和健康水平，这反过来为该地区的社会企业提供了丰富且高质量的财务资源和人力资

源（Ｂａｓｕ 和 Ｗａｄｈｗａ，２０１３） ［４３］，且市场环境中的资源提供者较多，社会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资源

的竞争强度更小、难度更低（Ｄｅｓａ 和 Ｂａｓｕ，２０１３） ［１３］。
在这种宏观环境支持下，社会企业更加容易获得高质量的资源，丰裕的资源为社会企业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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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的能力，使得管理者在注意力分配上具有更多自主权，能够灵活地改变他们的注意力焦点

（Ｃｈｅｎ 和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７） ［４４］。 相反，在人类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当地政府和人民无法为社会企业提

供充足和高质的资源，社会企业在相同的压力下只能将注意力更多地分配于商业目标，从而保证其

生存。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减弱了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图 １　 理论模型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 研究设计

１． 样本与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 ２０１７ 年中国社会企业专项调查和《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中国人类

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其中对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各地区人类发展指数（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简称 ＨＤＩ）进行了详尽说明。
２０１７ 年中国社会企业专项调查则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牵头，联合深圳市社

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等单位发起，是中国大陆地区首个针对目前中国社会企业现状进行的

具有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同时采取线上线下两种形式，主要通过以

下三个渠道发放和收集：一是通过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向团中央公益创投大赛 ／志愿

项目大赛的参赛者负责人发放问卷；二是联合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国内首家民

间社会企业认证执行机构），对通过其社会企业认证的组织进行调查；三是通过 ２０１７ 年全球创业周

“４０ － ４０ 社会创客”评选活动，向参与的社会创业者发放问卷。 以上每个渠道均有相关组织进行背

书，可以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作为中国具有开创性的社会企业调查，本文没有对社会企业的法律形式进行限制，仅要求其符

合前文中社会企业的定义，即运用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这一点与目前的社会创业研究

保持一致（Ｂｈａｔｔ 等，２０１９） ［４５］，因此样本中既包含了注册为公司法人，但在公司章程中明确社会使

命优先的营利性企业，也包含了具有自身商业化运作能力，而不仅依靠捐赠或募款收入的非营利单

位。 为了确保被调研的组织符合社会企业要求，本文在问卷回收后通过两个基础问题（１）机构章程或

制度文件中是否有明确的社会使命，以及（２）是否有非捐赠或募款收入，以进一步确定参与调查的组

织是否属于社会企业，被调研组织必须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均回答为“是”才能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社

会企业，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将被当作是无效问卷。 通过以上流程和标准，整个调查共发放了 ３５０ 份

问卷，回收 ２８０ 份问卷，回收率为 ８０％，剔除部分重复和无效问卷后，最终剩下 ２４５ 份有效问卷。
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１）去除在企业地理范围、所在地区、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组织

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和创业者财务动机中有缺失的样本 ３２ 个。 （２）去除在个体和企业层面控制

变量种存在缺失的样本 １５ 个。 移除缺失变量的每一步，本文都进行了一次 ｔ 检验，结果表明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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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去除缺失变量的样本中，主要变量都没有显著差异。 最终本文的样本包含了 １９８ 家社会企业。
２． 变量测量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社会企业使命偏离（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其测量借鉴了以往

研究对使命漂移的测量方法。 现有使命漂移的实证研究基本以小额信贷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因此

对于小额信贷行业中使命漂移的测量方式已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标准，即从绩效出发，用平均贷款规

模、农村贷款比例和女性贷款比例等指标作为使命漂移的代理变量。 然而，本文的样本包含了扶

贫、助老、助残、助学、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播等各行业的社会企业，针对小额信贷的测量方式在本文中

并不适用，因此本文借鉴 Ｚｈａｏ（２０１４） ［１４］通过社会和经济绩效高低划分小额信贷组织类型的方式，将
经济绩效高于调研样本中位数水平而社会绩效低于调研样本中位数水平的企业定义为发生了使命偏

离的企业，赋值为 １，其他赋值为 ０，是一个二值变量。 对于社会绩效，本文根据刘振等（２０１６） ［４６］的研

究，采取将生活环境改善、家庭地位提高、社区地位提高和自信心提高这四个 ０ － １ 变量加总的方法

（Ｍｅｙｓｋｅｎｓ 等，２０１０） ［４７］进行测量，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 ６１；对于经济绩效，本文根据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６） ［４８］的

研究，使用 ５ 级李克特量表测量销售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和市场份额增长率进行测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 ８６，两个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均大于 ０ ６，表明该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

（２）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社会企业地理范围（Ｓｃｏｐｅ）。 借鉴 Ｚａｈｒａ 等（２００９） ［４９］ 对社

会企业地理服务范围的划分，根据问题“贵机构的服务区域是？”，本文将回答为本县（县级市）赋值

为 １，本市（地区市）赋值为 ２，本省（直辖市）赋值为 ３，全国赋值为 ４。
（３）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ＣＭＣｇｏａｌ），其体现在组织的商

业理念之中，因此本文结合 Ｓｔｅｖｅｎｓ 等（２０１５） ［２６］的研究，选择以下题项进行测量，通过对“强调组织

运作的效率”“旨在扩大和提升组织的规模”“对服务和产品进行收费”“招聘商业管理人才”“追求

利润”“使用商业模式”和“提供可计费的个人服务”这七个 ０ － １ 变量加总的方法来得到结果。
（４）调节变量。 本文包含了两个调节变量：社会创业者的财务动机（Ｄｉｖｉｄｅｎｄ）和企业所在地区

的人类发展水平 （ＨＤＩ）。 财务动机指的是社会创业者对于经济回报的渴望程度 （ Ｄｏｕｇｌａｓ 和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２０１９） ［１２］，借鉴他们的研究，本文用社会创业者的分红意愿来测量其财务动机。 根据问题

“贵机构在实际运营中如有利润，您觉得将多少比例利润用于分红会比较合适？”，本文将答案不应

该分红赋值为 ０，分红比例为 １０％以下、３５％以下、５０％以下、６５％以下分别赋值为 １ － ４，分红比例

不应该限制赋值为 ５。 企业所在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来自于 ２０１４ 年中国各省份 ＨＤＩ，该指数综合

了收入、教育、健康三个维度的表现，基于中国各省份数据得出结果。
（５）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已有使命漂移研究，对一系列个体和组织层面的变量进行了控制。

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１）创始人受教育程度（Ｅｄｕ）；２）创始人性别（ Ｓｅｘ）；３）创始人年龄

（Ａｇｅ）。 组织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４）社会企业成立年限（Ｙｅａｒ）；５）社会企业规模（Ｓｉｚｅ），按照企业

目前的员工数量测量企业规模；６）社会企业注册性质（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社会企业的组织形式对使命漂移

有一定影响；７）分离型社会企业（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简称 ＤＦＦＳＥ），分离型社会企业指的是

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顾客和受益者来自不同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企业客户和受益者具有不一致

性，因此更容易发生“使命漂移”（Ｓａｎｔｏｓ 等，２０１５） ［９］；８）所处地区（Ｒｅｇｉｏｎ），按照经济市场对企业所在

地区进行划分；９）是否有市场收入（ＭＫＴｉｎｃｏｍｅ）。 本文各变量的相关定义以及测量方法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定义及测量方式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量

因变量 使命偏离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经济绩效高于中位数且社会绩效低于中位数记为 １，否则为 ０

自变量 地理范围 Ｓｃｏｐｅ 服务区域根据本县、本市、本省和全国分为记为 １ － ４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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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量

中介变量
组织对商业

目标的注意力
ＣＭＣｇｏａｌ 根据 ７ 个题项加总得到

调节变量
财务动机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根据社会创业者的分红意愿进行赋值

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２０１４ 年中国各省份人类发展指数

控制变量

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 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专科、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分别记为 １ － ５
性别 Ｓｅｘ 男性记为 １，女性记为 ０
年龄 Ａｇｅ ３０ 岁以下、３０ ～３９ 岁、４０ ～４９ 岁、５０ ～５９ 岁和 ６０ 岁及以上分别记为 １ ～５

成立年限 Ｙｅａｒ ０ ～ １（含）、１ ～ ３、３ ～ ６、６ ～ １０ 和 １０ 年以上分别记为 １ ～ ５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１０ 人以下、１０ ～３０ 人、３１ ～５０ 人、５１ ～１００ 人和 １００ 人以上分别记为 １ ～５

注册性质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
注册性质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或事业单位记

为 １，其他记为 ０

整合型社企 ＤＦＦＳＥ
受益对象和营利性对象大部分不一致或完全不一致记为 １，其他记

为 ０

所处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处于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海南和辽宁）的记为 １，其他记为 ０

市场收入 ＭＫＴｉｎｃｏｍｅ 有市场收入记为 １，否则记为 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估计模型与多重共线性检查

本文的实证检验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检验的是社会企业地理范围对于使命偏离的主

效应作用（假设 Ｈ１），社会企业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关系（假设 Ｈ２）以及组织对商

业目标的注意力的中介作用（假设 Ｈ３），检验模型如下：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 ＝ β０ ＋ β１Ｓｃｏｐｅｉ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１）
ＣＭＣｇｏａｌｉ ＝ β０ ＋ β１Ｓｃｏｐｅｉ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２）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 ＝ β０ ＋ β１Ｓｃｏｐｅｉ ＋ β２ＣＭＣｇｏａｌｉ ＋ 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３）
　 　 其中，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为被解释变量，即社会企业是否发生了使命偏离，是一个二值变量，因此使用

离散选择模型中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β０ 为截距项；Ｓｃｏｐｅｉ 是主效应的解释变量，即社会企业

的地理范围；ＣＭＣｇｏａｌｉ 是中介变量，即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为控制变量，εｉ为残差

项。 对于中介变量的检验，本文使用的是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 ［５０］三步法，第一步（１）式中检验的

是解释变量 Ｓｃｏｐｅｉ 对被解释变量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 的直接作用，也是对假设 Ｈ１ 的检验；第二步（２）式中

检验的是解释变量 Ｓｃｏｐｅｉ 对中介变量 ＣＭＣｇｏａｌｉ 的作用，也是对假设 Ｈ２ 的检验；第三步（３）式中同

时加入解释变量 Ｓｃｏｐｅｉ 和中介变量 ＣＭＣｇｏａｌｉ，检验二者对于被解释变量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ｉ 的作用。 通过

以上三步检验最终得到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在地理范围和使命偏离之间

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对假设 Ｈ３ 的检验。
第二部分检验的是社会创业者的财务动机（假设 Ｈ４）和社会企业所在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

（假设 Ｈ５）在地理范围和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关系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检验模型如下：
ＣＭＣｇｏａｌｉ ＝ β０ ＋ β１Ｓｃｏｐｅｉ ＋ β２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ｉ ＋ β３Ｓｃｏｐｅｉ ×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ｉ ＋ 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４）

ＣＭＣｇｏａｌｉ ＝ β０ ＋ β１Ｓｃｏｐｅｉ ＋ β２ＨＤＩｉ ＋ β３Ｓｃｏｐｅｉ × ＨＤＩｉ ＋ 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５）
ＣＭＣｇｏａｌｉ ＝ β０ ＋ β１Ｓｃｏｐｅｉ ＋ β２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ｉ ＋ β３ＨＤＩｉ ＋ β４Ｓｃｏｐｅｉ

×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ｉ ＋ β５Ｓｃｏｐｅｉ × ＨＤＩｉ ＋ β６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εｉ （６）
　 　 其中，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ｉ 是调节变量社会创业者的财务动机；ＨＤＩｉ 是调节变量社会企业所在地区的人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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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发展水平；Ｓｃｏｐｅｉ ×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ｉ和 Ｓｃｏｐｅｉ × ＨＤＩｉ 分别是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为了降低多重

共线性的影响，在得到交互项之前，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式（４）检验的是社会创

业者财务动机的调节作用，式（５）检验的是社会企业所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式（６）是
包含了所有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项的全模型。 对于调节变量的检验，本文使用 ＯＬＳ 回归模

型，在稳健性检验中，则更换成有序逻辑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所有回归均采用稳健的标准差以避免残差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 同时，本文在进行模

型回归之前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均不超过 ３，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

共线性问题。

四、 实证检验结果

１． 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均值 ｔ 检验

本文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进行实证分析。 该部分内容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和均值 ｔ 检验，
以呈现发生使命偏离社会企业的基本情况。

表 ２ 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表所示，样本中 １５ ２％ 的社会企业（３０ 家）发生了使命偏

离，注册为民非、社会团体或事业单位的社会企业占总样本的一半左右，５７ ６％的社会企业来自于

东部地区，７４ ７％的社会企业有市场收入，这些社会企业的平均成立时间集中在 ３ ～ ６ 年，企业规模

大部分在 １０ ～ ３０ 人左右，地理范围一般集中于本省之内。 ６２ ６％ 的社会创业者为男性，教育程度

大部分是本科，年龄集中于 ３０ ～ ４０ 岁之间，大多数创业者认为企业分红比例应该在 １０％以下。 表

３ 是变量的相关系数表，结果表明，与使命偏离相关性最高的变量为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相
关系数为 ０ ３１６，不存在过高的情况，因此不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 ０ １５２ ０ ３５９ ０ １
Ｓｃｏｐｅ １９８ ３ ０５６ ０ ９０８ １ ４

ＣＭＣｇｏａｌ １９８ ２ ８９９ １ ４７７ ０ ５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１９８ １ ２９３ １ ４３４ ０ ５
ＨＤＩ １９８ ０ ７８１ ０ ０５９ ０ ６６８ ０ ８６９
Ｅｄｕ １９８ ３ ８９４ ０ ８６３ １ ５
Ｓｅｘ １９８ ０ ６２１ ０ ４８６ ０ １
Ａｇｅ １９８ ２ ２２２ ０ ８９１ １ ４
Ｙｅａｒ １９８ ２ ８７９ １ ２１１ １ ５
Ｓｉｚｅ １９８ ２ ０１０ １ ３４４ １ ５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 １９８ ０ ５１５ ０ ５０１ ０ １
ＤＦＦＳＥ １９８ ０ ２８３ ０ ４５２ ０ １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９８ ０ ５７６ ０ ４９５ ０ １

ＭＫＴｉｎｃｏｍｅ １９８ ０ ７４７ ０ ４３６ ０ 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３ 相关系数表格

序号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２ Ｓｃｏｐｅ ０ ２２３∗∗∗

３ ＣＭＣｇｏａｌ ０ ３１６∗∗∗ ０ ２４６∗∗∗

４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０ １７０∗∗ ０ １１６ ０ １５５∗∗

５ ＨＤＩ ０ １２１∗ ０ １８０∗∗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９
６ Ｅｄｕ ０ １６７∗∗ ０ ０９２ ０ ２１０∗∗∗ ０ １３２∗ ０ １７７∗∗

７ Ｓｅｘ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０ － ０ １３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３
８ Ａｇｅ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４３ ０ １４７∗∗ －０ １４１∗∗ ０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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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序号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９ Ｙｅａ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５８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１８ ０ １２４∗

１０ Ｓｉｚｅ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８ ０ １３９∗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２ ０ ３７２∗∗∗

１１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 －０ １５４∗∗ －０ ０９７ －０１９７∗∗∗ －０３８８∗∗∗ －０ ０９６ －０１９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９５ － ０ ００８
１２ ＤＦＦＳＥ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９４ －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９４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４ ０ １１６
１３ Ｒｅｇｉｏｎ ０ １６３∗∗ ０ １４３∗∗ ０ １４２∗∗ －０ ０６７ ０ ７７１∗∗∗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５ ０ １６９∗∗ －０ ０２７ － ０ １００ － ０ ０７６ － ０ ００６
１４ ＭＫＴ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１１６ ０ １９０∗∗∗ ０ ２８４∗∗∗ ０ １３５∗ ０ ０２５ ０ １９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５７ ０ １１７ －０２３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６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为 ｐ ＜ ０ ０１，０ ５，０ 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发生与未发生使命偏离的社会企业的不同，本文对两组社会企业样本进行

了所有变量的均值 ｔ 检验（表 ４），结果表明，发生了使命偏离的社会企业在地理范围，组织对商业

目标的注意力，社会创业者的分红意愿以及所在地区人类发展水平这几个关键变量上均显著高于

未发生使命偏离的社会企业。 另外，通过对比本文也发现了其他方面的差别，比如，发生使命偏离

社会企业的创业者学历更高，虽然已有研究表明个人教育水平与社会创业倾向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Ｅｓｔｒｉｎ 等，２０１６） ［５１］，但并不一定能更好地进行平衡管理。 发生使命偏离的社会企业创立于我国

东部地区的比例更高，注册为民非、社会团体或事业单位的比例更低，这与以往营利性社会企业更

可能发生使命漂移的研究结果（Ａｕｌｔ，２０１６） ［２１］基本一致。
表 ４ 变量均值 ｔ 检验

发生使命偏离的社会企业（ｎ ＝ ３０） 未发生使命偏离的社会企业（ｎ ＝１６８）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两组均值差异的

显著程度

Ｓｃｏｐｅ ３ ５３３ ０ ７７６ ２ ９７０ ０ ９０５ ∗∗∗
ＣＭＣｇｏａｌ ４ ０００ ０ ９１０ ２ ７０２ １ ４７５ ∗∗∗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１ ８６７ １ ７７６ １ １９０ １ ３４５ ∗∗
ＨＤＩ ０ ７９７ ０ ０５９ ０ ７７８ ０ ０５８ ∗
Ｅｄｕ ４ ２３３ ０ ５０４ ３ ８３３ ０ ９００ ∗∗
Ｓｅｘ ０ ７００ ０ ４６６ ０ ６０７ ０ ４９０
Ａｇｅ ２ ２００ ０ ８０５ ２ ２２６ ０ ９０７
Ｙｅａｒ ２ ７００ １ ２０８ ２ ９１１ １ ２１３
Ｓｉｚｅ ２ ２００ １ ３４９ １ ９７６ １ ３４５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 ０ ３３３ ０ ４７９ ０ ５４８ ０ ４９９ ∗∗
ＤＦＦＳＥ ０ ３６７ ０ ４９０ ０ ２６８ ０ ４４４
Ｒｅｇｉｏｎ ０ ７６７ ０ ４３０ ０ ５４２ ０ ５００ ∗∗

ＭＫＴ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８６７ ０ ３４６ ０ ７２６ ０ ４４７

　 　 注：∗∗∗、∗∗、∗分别代表显著性为 ｐ ＜ ０ ０１、０ ５、０ 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地理范围与使命偏离的主效应及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中介作用检验

表 ５ 呈现的是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 首先，本文对社会企业地理范围与使命偏离的正向关系

（假设 Ｈ１）进行检验，模型 １ 是只包含了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模型 ２ 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地

理范围，结果显示地理范围的系数显著为正（β ＝ ０ ６５８，ｐ ＜ ０ ０５），说明其对使命偏离存在显著的

正向作用，地理范围每增加一个单位，社会企业发生使命偏离的概率则增加 ７ １％ （ｐ ＜ ０ ０１）①，假
设 Ｈ１ 得到支持。 此外，从模型 １ 和 ２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作为现有使命漂移前因研究中的重

要影响因素，组织法律形式对使命偏离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相比之下地理范围的影响作用更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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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属于非线性概率模型，本文通过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进一步将回归系数转化为边际效应（ｄｙ ／ ｄｘ）后得到这一结果。



出，说明地理范围不仅能够帮助区分社会创业的不同类型（Ｚａｈｒａ 等，２００９） ［４９］，决定社会影响力的

发挥（Ｄｅｅｓ 等，２００４） ［１０］，且在社会企业平衡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因此从组织治理和

战略选择角度看，不论是初始地理范围的确定还是后续地理范围的扩张，都应该将地理范围对于使

命偏离的作用纳入考虑范围并进行慎重权衡。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地理范围与使命偏离的内在作用机制———组织对商业目标关注程度的中介

作用（假设 Ｈ２ 和假设 Ｈ３），采用的是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 ［５０］ 三步法。 第一步检验的是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的直接作用，即模型 ２ 已验证的地理范围与使命偏离之间的正向关系；第二步以中介

变量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为被解释变量，检验解释变量地理范围与中介变量的关系，结果如模

型 ３ 所示，地理范围和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有显著的正向关系（β ＝ ０ ２７６，ｐ ＜ ０ ０５），说明假

设 Ｈ２ 得到验证；第三步以使命偏离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加入解释变量地理范围和中介变量组织对

商业目标的注意力，得到模型 ４，结果显示中介变量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与使命偏离的关系是

正向且显著的（β ＝ ０ ７００，ｐ ＜ ０ ０１），而解释变量地理范围虽然对使命偏离的作用仍然是正向显著

的（β ＝ ０ ５６５，ｐ ＜ ０ １０），但系数从模型 ２ 中的 ０ ６５８ 减小为模型 ４ 中的 ０ ５６５，显著性水平也从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降低为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在地理范

围和使命偏离的正向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假设 Ｈ３ 得到支持。 社会企业由于双重

性特征，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艰巨的平衡管理挑战，尤其体现于有限注意力在双重目标之间的分配

上，上述中介检验结果说明地理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作用于社会企

业使命偏离的。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社会企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成立年限基本在

６ 年以下，社会创业者也较为年轻，基本不超过 ４０ 岁，不论从组织还是个人层面来看我国现阶段社

会企业的运营都缺少成熟经验的指引，因此，本文认为这种经验不足也可能使得因大范围运营所引

起的成本和收入矛盾凸显在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显得更加“棘手”，社会企业在面临该问题时更加

“不知所措”，从而更容易将注意力分配于商业目标，最终引发使命偏离。
表 ５ 回归结果

变量

基础模型 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４ 假设 Ｈ５ 全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Ｅｄｕ
０ ４６８

（０ ２４２）
０ ４６０

（０ ２３４）
０ ２３２∗

（０ １２３）
０ ３２０

（０ ２７０）
０ ２２６∗

（０ １１７）
０ ２８０∗∗

（０ １２２）
０ ２７０∗∗

（０ １２２）

Ｓｅｘ
０ ５１２

（０ ４３４）
０ ５１７

（０ ４３９）
－ ０ ３６２∗

（０ ２０４）
０ ８４４∗

（０ ５２０）
－ ０ ３５３∗

（０ ２０１）
－ ０ ３５５∗

（０ ２０２）
－ ０ ３４３∗

（０ ２０１）

Ａｇｅ
－ ０ ０４６９
（０ ２３６）

－ ０ ０２９２
（０ ２２５）

０ ００１３８
（０ １０７）

－ ０ ０９４８
（０ ２３７）

－ ０ ００７０２
（０ １０６）

－ ０ ００３９６
（０ １０６）

－ ０ ００６５６
（０ １０６）

Ｙｅａｒ
－ ０ ２５１
（０ ２１０）

－ ０ ２６７
（０ ２１５）

－ ０ １５０∗

（０ ０９２５）
－ ０ ２４６
（０ ２２９）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９２１）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９１８）

－ ０ １２９
（０ ０９２５）

Ｓｉｚｅ
０ ２９７∗

（０ １７４）
０ ２９２

（０ １８５）
０ １７４∗∗

（０ ０８４３）
０ ２０６

（０ ２００）
０ １４７∗

（０ ０８４３）
０ １６２∗

（０ ０８３４）
０ １４３∗

（０ ０８４１）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
－ ０ ３０１
（０ ４９７）

－ ０ ３３２
（０ ５１８）

－ ０ １９８
（０ ２１４）

－ ０ １６０
（０ ５６５）

－ ０ ２２４
（０ ２１６）

－ ０ ２６５
（０ １９６）

－ ０ ２３５
（０ ２１４）

ＤＦＦＳＥ
０ ５３６

（０ ４５１）
０ ５０５

（０ ４５３）
－ ０ ３２１
（０ ２２２）

０ ８０３
（０ ５２５）

－ ０ ３０５
（０ ２１５）

－ ０ ２８２
（０ ２２０）

－ ０ ２７５
（０ ２１５）

Ｒｅｇｉｏｎ
１ ３７３∗

（０ ６９７）
１ ４３９∗

（０ ７０１）
０ ４３０

（０ ３０８）
１ １８７

（０ ７６１）
０ ３２３

（０ ２０５）
０ ４４５

（０ ３０９）
０ ４３６

（０ ３０８）

３８

２０１９ 年 第 ８ 期



续表 ５

变量

基础模型 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４ 假设 Ｈ５ 全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ＭＫＴ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３８４

（０ ５９５）
０ １６０

（０ ６２９）
０ ５８４∗∗

（０ ２４９）
－ ０ １６２
（０ ６４８）

０ ６０４∗∗

（０ ２４６）
０ ５４１∗∗

（０ ２４６）
０ ５５４∗∗

（０ ２４８）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０ ２５３∗

（０ １４９）
０ ２１５

（０ １５２）
０ ０６３９

（０ ０６７７）
０ １７５

（０ １６６）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６９７）
０ ０２２７

（０ ０７１１）

ＨＤＩ
－ ３ ３８５
（５ ７１１）

－ ５ ２０３
（５ ６４５）

－ １ １３９
（２ ７４５）

－ ２ ７２６
（５ ７６６）

－ １ ８３９
（２ ６８０）

－ １ ５５３
（２ ６７７）

Ｓｃｏｐｅ
０ ６５８∗∗

（０ ２７２）
０ ２７６∗∗

（０ １１０）
０ ５６５∗

（０ ３０１）
０ ２７４∗∗∗

（０ １０４）
０ ２９７∗∗∗

（０ １０７）
０ ２９０∗∗∗

（０ １０４）

ＣＭＣｇｏａｌ
０ ７００∗∗∗

（０ １８４）
ｃ＿Ｓｃｏｐｅ ×
ｃ＿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０ １６９∗∗∗

（０ ０５８８）
０ １４８∗∗

（０ ０６１１）
ｃ＿Ｓｃｏｐｅ ×
ｃ＿ＨＤＩ

－ ５ １２４∗∗

（１ ９８３）
－ ４ ２７３∗∗

（１ ９１６）

＿ｃｏｎｓ
－ ２ ７３６
（３ ７４５）

－ ３ １９１
（３ ７４４）

１ ７７１
（１ ９１９）

－ ６ ２９９
（４ ０７４）

１ ０１５
（０ ６９８）

２ ２０９
（１ ９００）

１ ９８８
（１ ８９５）

Ｒ２ ０ ２１１ ０ ２３２ ０ ２２７ ０ ２４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３２ ０ １７０ ０ ２４７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７３ １０７ － ６９ ９２５ － ６３ ３７８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２２ ２２ ２８ ５８ ３４ １３

　 　 注：括号里面是稳健的标准差；∗∗∗、∗∗、∗分别代表显著性为 ｐ ＜ ０ ０１、０ ５、０ 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财务动机及人类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检验

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如表 ５ 的模型 ５ ～ ７ 所示，分别对应的是估计模型的式（４） ～ （６），模型 ５
检验的是社会创业者财务动机（假设 Ｈ４）在地理范围和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正向关系中所起

到的调节作用，解释变量地理范围（β ＝ ０ ２７４，ｐ ＜ ０ ０１）和交互项（β ＝ ０ １６９，ｐ ＜ ０ ０１）的系数均是

正向且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的，说明社会创业者财务动机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假设 Ｈ４ 得

到支持；模型 ６ 则检验了社会企业所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假设 Ｈ５）的调节效应，解释变量地理范

围（β ＝ ０ ２９７，ｐ ＜ ０ ０１）和交互项（β ＝ － ５ １２４，ｐ ＜ ０ ０５）的系数分别为正和负向显著的，说明假设

Ｈ５ 得到验证，即地区人类发展水平能够减弱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正向关系。 模型

７ 包含了所有控制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和交互项，结果仍然能够验证假设 Ｈ４ 和假设 Ｈ５。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两个调节作用的效果，本文基于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一

步做出了调节作用图，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 图 ２ 是社会创业者财务动机的调节作用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当创业者的财务动机较强时，社会企业地理范围和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的斜率为正且较

为陡峭（虚线），当创业者的财务动机较弱时，二者之间的斜率基本为 ０ 且十分平稳（实线），再一次

验证了假设 Ｈ４；图 ３ 是社会企业所处地区人类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图，同理能够验证假设 Ｈ５。
４．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更换被解释变量使命偏离的测量方法和变更回归

模型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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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财务动机的调节作用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图 ３　 人类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１）更换被解释变量使命偏离的测量方法。 使命偏离是样本社会企业社会和经济绩效的组合变

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用社会企业的人均社会价值创造估算额衡量社会绩效，用利润率估值衡量

经济绩效，根据二者的中位数重新构造使命偏离的测量（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２），检验结果如表 ６ 中的模型 ８
至模型１０ 所示，模型８ 中地理范围的系数为０ ５８４，在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假设Ｈ１ 得到支持，
模型９ 中地理范围的系数为０ ３５０，在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地理范围和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

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模型 １０ 加入了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这一中介变量后，地理范围的系数

从 ０ ５８４ 减小到 ０ ４４９ 且不再显著，说明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这一中介作用存在，假设 Ｈ３ 得到支持。
（２）变更回归模型。 对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在地理范围和使命偏离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

的检验，本文除了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 ［５０］ 三步法外，另采取了 Ｓｏｂｅｌ⁃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和自助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进行稳健性检验。 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软件进行 Ｓｏｂｅｌ⁃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的结果显示，Ｓｏｂｅｌ 和
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的 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４７ 和 ０ ０５３，说明该中介作用在 ５％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中介作用

占总效应的比例大概是 ２４ １９％ ；设定重复抽样 ５００ 次的自助法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 ｐ 值为

０ ０４２，同样说明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中介作用在 ５％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同样，对于稳健性

检验中使用估值衡量的使命偏离（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２），Ｓｏｂｅｌ⁃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和自助法的结果显示中介作

用依然显著存在，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７０（Ｓｏｂｅｌ）、０ ０８０（Ｇｏｏｄｍａｎ）和 ０ ０８３（自助法）。 对于创业者财务

动机及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在地理范围和组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关系中调节作用的检验，由于组织

对商业目标注意力是取值范围在｛０，１，２，３，４，５｝的定序变量，本文使用有序逻辑模型（Ｏｒｄ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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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进行重新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６ 中的模型 １１ 至模型 １３ 所示，地理范围，创业者财务

动机、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和地理范围的交互项的系数分别为正、正和负，且分别在 ５％ 、１％和 ５％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假设 Ｈ４ 和假设 Ｈ５ 均得到支持。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假设 Ｈ１ 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４ 假设 Ｈ５ 全模型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模型 １３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２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ＭＳ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２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ＣＭＣｇｏａｌ

Ｅｄｕ
０ ５１３∗∗

（０ ２５８）
０ ３３９∗

（０ １７８）
０ ４２０

（０ ２８５）
０ ３３６∗∗

（０ １７０）
０ ４３０∗∗

（０ １７９）
０ ４１９∗∗

（０ １８４）

Ｓｅｘ
０ ２４３

（０ ４６０）
－ ０ ４９１∗

（０ ２９９）
０ ５０８

（０ ５１５）
－ ０ ４９０
（０ ３００）

－ ０ ５０５∗

（０ ２９９）
－ ０ ４９６∗

（０ ３００）

Ａｇｅ
－ ０ ０４０８
（０ ２４２）

０ ０４５９
（０ １５１）

－ ０ １２６
（０ ２５２）

０ ０３８７
（０ １５１）

０ ０３２３
（０ １５２）

０ ０３０１
（０ １５３）

Ｙｅａｒ
－ ０ ２６１
（０ ２０６）

－ ０ １９３
（０ １２９）

－ ０ ２０６
（０ ２１５）

－ ０ １８０
（０ １３０）

－ ０ １７０
（０ １３１）

－ ０ １６７
（０ １３２）

Ｓｉｚｅ
０ ４１９∗∗

（０ １９８）
０ ２４６∗

（０ １２７）
０ ３４９∗

（０ ２１１）
０ ２１２∗

（０ １２６）
０ ２３２∗

（０ １２６）
０ ２０９

（０ １２７）

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
－ ０ ４５９
（０ ５６３）

－ ０ ３３７
（０ ２８８）

－ ０ ３０９
（０ ５９６）

－ ０ ４００
（０ ２９８）

－ ０ ４３２
（０ ２７１）

－ ０ ４２１
（０ ２９７）

ＤＦＦＳＥ
０ ４５３

（０ ４６５）
－ ０ ４５０
（０ ３１３）

０ ６８８
（０ ５３２）

－ ０ ４１７
（０ ３０８）

－ ０ ３８９
（０ ３１０）

－ ０ ３７６
（０ ３０５）

Ｒｅｇｉｏｎ
１ ４５８∗

（０ ７７１）
０ ４６３

（０ ４３５）
１ ２２１

（０ ８２５）
０ ３８１

（０ ２８５）
０ ４９１

（０ ４４０）
０ ４９８

（０ ４４２）

ＭＫＴ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８３５

（０ ８３８）
０ ６９０∗

（０ ３５３）
０ ６６８

（０ ８２６）
０ ７３８∗∗

（０ ３５８）
０ ６１３∗

（０ ３５４）
０ ６６６∗

（０ ３６５）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０ ２１９

（０ １５２）
０ ０７６７

（０ ０８８１）
０ １８５

（０ １６４）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９３５）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９５１）

ＨＤＩ
－ ３ ４２８
（６ １７０）

－ １ ０１５
（３ ９８８）

－ ０ ５４１
（６ ２５７）

－ ２ ０４３
（３ ８７０）

－ １ ７８３
（３ ９０４）

Ｓｃｏｐｅ
０ ５８４∗∗

（０ ２９１）
０ ３５０∗∗

（０ １５２）
０ ４４９

（０ ３１３）
０ ３５３∗∗

（０ １４３）
０ ３９４∗∗

（０ １５３）
０ ３８７∗∗∗

（０ １４７）

ＣＭＣｇｏａｌ
０ ５８５∗∗∗

（０ １７２）
ｃ＿Ｓｃｏｐｅ ×
ｃ＿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０ ２３５∗∗∗

（０ ０８１９）
０ ２１０∗∗

（０ ０８６０）
ｃ＿Ｓｃｏｐｅ ×
ｃ＿ＨＤＩ

－ ７ ３６１∗∗

（２ ９１６）
－ ６ １８６∗∗

（２ ６５８）

＿ｃｏｎｓ
－ ５ ３１４
（４ １０７）

－ ８ ５４８∗∗

（４ ３４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２０２ ０ ０６５９ ０ ２５７ ０ ０７４７ ０ ０７３４ ０ ０８０８

　 　 注：括号里面是稳健的标准差；∗∗∗、∗∗、∗分别代表显著性为 ｐ ＜ ０ ０１、０ ５、０ 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ＡＢＶ，深入探讨了地理范围对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本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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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发生与组织注意力的分配高度相关，而地理范围作为社会企业的一个重要

属性，会通过影响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从而影响使命偏离的发生。 另外，受到 ＡＢＶ 中强调个

体认知作用的注意力焦点原则和强调宏观环境作用的情境注意力原则的启发，本文提出社会创业

者个人财务动机和社会企业所在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会加强或减弱地理范围与组织对商业目标的

注意力之间的正向关系。 通过对中国 １９８ 家社会企业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假设全部得到验证，结
果表明社会企业的地理范围越大，越可能发生使命偏离，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在其中起到了部

分中介的作用；同时，社会创业者的财务动机会和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分别加强和减弱了上述的正向

关系。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根据前人对使命漂移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使命

偏离的概念，并厘清了使命偏离和使命漂移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使命漂移是长期性使命偏离的累积

结果，通过挖掘地理范围与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联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丰富了现有使命偏离，使
命漂移乃至社会企业治理方面的研究；第二，本文创新性地将 ＡＢＶ 运用于社会创业使命偏离的研

究中，提出地理范围通过影响组织对商业目标的注意力从而影响社会企业使命偏离的作用路径，在
此基础上考虑了个人动机和宏观制度环境两个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综合了注意力不同维度的影

响，形成了完整的注意力研究框架，拓展了现有 ＡＢＶ 的理论适用边界，也回应了学者对将 ＡＢＶ 用

于更多组织情境的呼吁（张明等，２０１８） ［３８］。 最后，本文基于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也弥补了近

年来社会创业定量研究发展缓慢、数量不多的不足（刘志阳和庄欣荷，２０１８） ［５２］，响应了社会创业领

域学者对基于大样本定量研究以促进学科平衡发展和整体进步的不断呼吁（Ｓｈｏｒｔ 等，２００９） ［５３］。
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对社会企业发展也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首先，虽然覆盖更大的地理范

围有助于最大化社会创业的社会影响力，但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注意力分配挑战，低盈利能力和高运

营成本之间的矛盾都会导致社会企业将注意力更多地关注于商业目标上，从而引起使命偏离。 因

此，在进行社会创业时选择合适的地理范围对于社会创业者相当重要。 其次，在社会创业者的动机

体系中，利他动机和自利动机是并存的，这种自利动机有时候能够帮助社会企业更好地建立并实现

财务可持续性，有时候也会加强地理范围对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正向影响，是社会创业者的“黑暗

面”（Ｂａｃｑ 等，２０１６） ［５４］，因此，在社会创业过程中，需要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以对社会创业者起到

牵制和监督的作用。 最后，地区人类发展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社会企业减轻地理范围和组

织对商业目标注意力的正向关系，因此，从政府角度看，地区政府应该致力于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

福利水平，为社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支持，而从社会创业者角度看，在选择社

会创业地区时，也要关注该地区的宏观环境是否能为社会创业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不足如下：第一，社会企业使命偏离测量的问题。 本文对于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

测量均建立在填写者的主观判断之上，这可能造成一定的偏误。 虽然目前对于社会绩效的测量还

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今后学者在涉及社会创业绩效的研究中也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第

二，横截面数据的局限性。 受到横截面数据的限制，本文只是将地理范围作为社会企业的一个组织

特征进行分析，无法纵向地挖掘社会企业地理范围发生变化，特别是社会企业地理扩张可能对社

会—经济关系平衡造成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社会企业地理扩张对于使命偏离有什么

样的影响，以及个体认知和宏观环境在此过程中又会起到怎样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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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５４，（Ｓ１）：７７ － ８９．
［３４］Ｐｆｅｆｆｅｒ， Ｊ． ， ａｎｄ Ｇ． Ｒ．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Ｍ］．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３５］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Ｂ． Ａ． Ｔｈｅ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Ｊ］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２，（３）：４０．
［３６］Ｏｃａｓｉｏ，Ｗ．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２，（５）：１２８６ － １２９６．
［３７］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Ｍ］．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７３．
［３８］张明，蓝海林，陈伟宏． 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综述———知识基础、理论演化与研究前沿［ 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８，（９）：

１８９ － ２０８．
［３９］ Ｒｅｎｋｏ， Ｍ．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ａ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 Ｊ］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１３， ３７， （ ５ ）：

１０４５ － １０６９．
［４０］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Ｕ． ， ａｎｄ Ａ． Ｄｒｅｎｃｈｅｖａ．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 Ｔｈｅ Ｗｉｌｅｙ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２０１７．
［４１］Ｄａｖｉｅｓ，Ｉ． Ａ． ，Ｈ． Ｈａｕｇｈ，ａｎｄ 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Ｊ ／ Ｏ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ＤＯＩ：１０ １１１１ ／ ｊｓｂｍ １２４２９．
［４２］ＵＮＤＰ．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１６．
［４３］ Ｂａｓｕ， Ｓ． ， ａｎｄ Ａ． Ｗａｄｈｗａ．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ｎｅｗａｌ：Ａｎ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０，（５）：９５６ － ９７５．
［４４］ Ｃｈｅｎ， Ｗ． Ｒ． ， ａｎｄ Ｋ． Ｄ． Ｍｉｌｌ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Ｒ＆Ｄ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Ｊ ］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２８，（４）：３６９ － ３８１．
［４５］ Ｂｈａｔｔ，Ｂ． ， Ｉ． Ｑｕｒｅｓｈｉ， ａｎｄ Ｓ． Ｒｉａｚ．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Ｎｏｎ⁃ｍｕ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９，１５４，（３）：６０５ － ６３０．
［４６］刘振，乐国林，李志刚． 双重驱动因素与社会企业成长绩效———市场合法化的中介作用［ Ｊ］ ． 天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

理，２０１６，（９）：１１４ － １２８．
［４７］Ｍｅｙｓｋｅｎｓ，Ｍ． ，Ｃ． Ｒｏｂｂ⁃Ｐｏｓｔ，Ｊ． Ａ． Ｓｔａｍｐ，Ａ． Ｌ． Ｃａｒｓｒｕｄ，ａｎｄ Ｐ． Ｄ．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ｈｏｋａ Ｆｅｌｌｏｗｓ［Ｊ］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０，３４，（４）：６６１ － ６８０．
［４８］Ｗａｎｇ，Ｄ，Ａ． Ｓ． Ｔｓｕｉ，Ｙ．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 Ｌ． Ｍａ．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０３，２４，（５）：５１１ － ５３５．

［４９］Ｚａｈｒａ，Ｓ． Ａ． ，Ｅ． Ｇｅｄａｊｌｏｖｉｃ，Ｄ． Ｏ． Ｎｅｕｂａｕｍ，ａｎｄ Ｊ． Ｍ． Ｓｈｕｌｍａｎ． 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Ｍｏｔｉｖｅｓ，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９，２４，（５）：５１９ － ５３２．

［５０］ Ｂａｒｏｎ， Ｒ． Ｍ． ， ａｎｄ Ｄ． ＡＫｅｎｎ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５１，（６）：１１７３．

［５１］Ｅｓｔｒｉｎ，Ｓ． ，Ｔ． Ｍｉｃｋｉｅｗｉｃｚ，ａｎｄ Ｕ．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３１，（４）：４４９ － ４６７．

［５２］刘志阳，庄欣荷． 社会创业定量研究：文献述评与研究框架［Ｊ］ ． 上海：研究与发展管理，２０１８，（２）：１２３ － １３５．
［５３］Ｓｈｏｒｔ，Ｊ． Ｃ． ，ａｎｄ Ｔ． Ｗ． Ｍｏｓｓ． Ｌｕｍｐｋｉｎ Ｇ 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Ｐａ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３，（２）：１６１ － １９４．
［５４］Ｂａｃｑ，Ｓ． ，Ｃ． Ｈａｒｔｏｇ，ａｎｄ Ｂ． Ｈｏｏｇｅｎｄｏｏｒ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Ｐｏｒｔｒａｙ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Ｗｈｏ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ｍ［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３３，（４）：７０３ － 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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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ｇｒａｈｐｉｃ Ｓｃｏｐ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ＩＵ Ｚｈｉ⁃ｙａｎｇ１，２，ＺＨＵＡＮＧ Ｘｉｎ⁃ｈｅ１，２，ＬＩ Ｂｉｎ１，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ｌ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ｒｉｆｔ ｔｈｕｓ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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